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2015年和 2018年贫困发生率、2013~2018年人

均GDP、2015~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及 2017年交通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连片特困区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较快，以贫困发生率

衡量的贫困面快速收窄，各片区农村人均收入增速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公共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基本需求得到满足；2020年以后，按照现行标准，集中连片贫困区将基本上消失，但人

均 GDP及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进一步拉大，相对贫困现象将成为需要瞄

准的课题。建议：确立扶持相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国家战略，实施保障性扶贫与开发式扶贫共

存的策略，并结合乡村振兴等战略措施实施对相对贫困地区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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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贫困地区的发展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是建设包容性社会的必然要求。扶助贫

困落后地区发展是世界性的区域发展课题，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扶贫的重要抓手和

成功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

志性指标，在全国打响了脱贫攻坚战。2013年，“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下对贫困人口的精准识

别数据显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识别人口占全国的 50%以上，因而成为我国精准扶贫

的主战场。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扶贫日的讲话中，将 2020年“精准扶贫”时间节点要

完成的任务归结为 3项：7071万人脱贫、592个贫困县摘帽和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其中，解

决区域性贫困问题主要是解决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脱贫问题。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范围为：六盘

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

政策的西藏区、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在实践中，新疆地区的扶贫地区逐渐扩展为南

疆四地州。根据《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2017》数据计算，这些片区覆盖全国 2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行政区划面积达 41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陆上区划面积的 43%，涉及 4900多个

乡和 5000多个镇，县域户籍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8%，贫困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50%左

右，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 6%。这样广袤的地域和数量庞大的贫困人口能否顺利脱贫直

接影响我国精准扶贫能否完成任务，这些地区未来的发展也关系我国精准扶贫成果能否稳

固。本文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问题：通过若干年的扶贫，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减贫成效

如何？这些地区目前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情况，贫困深度与广度怎样了？连片特困区在

地理范围上的成片现象有无变化？基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战略判断

是什么，未来促进这些地区发展有何建议？

自 2011年我国把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以来，关于连片特困地区的研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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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始出现。至 2019年 8月 13日，在 CNKI期刊数据库中，以“‘连片特困’、‘连片贫困’、‘连片区’、‘片区县’”

为篇名，在“期刊”数据库进行检索，文献共 713篇，其中，CSSCI和中文核心期刊仅有 296篇。已有的关于连片

特困区的研究涉及的主题主要有：贫困识别（沈丹等，2019）；贫困原因的分析（贾林瑞等，2018；田园等，2018；
王志章、刘天元，2016）；多维贫困（周常春等，2017；郑长德、单德朋，2016）；脱贫路径与扶贫模式（陈艾、李雪

萍，2015；刘筱红、张琳，2013；郑长德，2017；李博、左停，2017；银马华等，2018）；经验总结与比较（张玉强、李

祥，2017）；政策效果评估（李绍平等，2018）；脱贫攻坚与农村振兴（边慧敏等，2019）；生态与文化建设（李民等，

2017）；公共管理的治理模式（蒋辉，2012）。而目前涉及关于连片特困区主题的相关研究对基本情况的分析主

要集中在个别（梁晨霞等，2019）或几个连片贫困区，或某个领域，比如医疗卫生与教育（张志敏等，2018；丁波、

李雪萍，2014）、交通（王武林等，2016）、科技扶贫（薛曜祖，2018）。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从多个指标维度出发，全面展现“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的减

贫情况；通过数据库和调研、检索，丰富了扶贫信息和研究数据；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在深度研究连片贫困地

区减贫情况和存在的现实问题基础上，提供了我国由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缓解相对贫困的依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选择与方法

根据国家贫困县的确定标准、扶贫的主要目标和扶贫过程中的重点关切，考虑数据的可得性，主要选择贫

困发生率、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为主要分析指标，对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区的经济发展和减贫情况进

行研究，并考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的提供及信息网络的重要性，对连片区情况进行了分析。其中，贫困

发生率用农村贫困人口占全部农村人口的比重表示，是衡量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能否“摘帽”的首要指标。区域

经济发展是地区实现脱贫和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源泉，也是实现贫困人口“就近就业”的基础，考虑到贫困县

的面积和人口数量不同，本文以人均GDP作为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教育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且阻断代际联系的重要保障（Song，2012），交通设施（李志军，2014）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而医疗服务

是防止和救助因病致贫问题的重要措施（Gien et al.，2007）。此外，现代技术迅猛发展，信息与通讯基础设施

与服务是避免贫困地区人口难以融入社会、无法接收外界信息与政策，以及防止闭塞导致缺失发展机会等贫

困问题的重要保障（Pade et al.，2005），可以看作地区发展的多维能力建设的一部分。因而，本文选取了教育、

医疗、交通及通信设施条件的指标，分析贫困地区多维发展能力建设的基础条件。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除文中特别指明外，本文所用年贫困发生率来自各县（市、区）政府工作报告及政府网站新闻；连片区农村

人均可支配收入、消费水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县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年鉴及各县（市、区）的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统计

公报及政府网站新闻；县域GDP、人口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县政府年度统计公报等资料。

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2013年和 2014年各县对贫困发生情况进行了精准识别，但由于各地区最初精

准识别工作的截止日期不同，又限于数据的可得性，因此本文对贫困发生率的分析从 2015年开始。因统计指

标调整，2013年和 2014年县域收入中有些县（市）是纯收入有些为可支配收入，因而片区县域的人均可支配收

入的分析时间从 2015年起。考虑人口数据的可得性，同时考虑贫困地区人口落户到其他地区从而获取福利的

难度较大，最后还需要依靠本地经济的发展获益，本文在计算人均GDP时采用了户籍人口指标，因而人均GDP
数据与各政府部门统计公报发布的数据有出入。数据缺失值一般用近 5年的年均增长率进行估算，或者根据

政府网站相关信息进行估算，数据缺失较多的西藏区和南疆四地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本文未予分析。

三、片区县减贫情况与趋势判断

（一）片区县经济综合实力变化

经过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经济实力发生了很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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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整体及分片区经济实力变化情况

从增长速度来看，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人均 GDP的增速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如表 1所示。片区总体

上的年人均 GDP增速在 2013~2018年间为 8.57%，同期全国年人均 GDP增速为 8.17%，片区整体上的人均 GDP
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0.4个百分点。

分片区来看，西藏区最高，年均增速为 14.07%，高于全国 5.91个百分点；其次为滇黔桂石漠化区，人均GDP
增速为 12.42%，高于全国水平 4.25个百分点；四省藏区、燕山—太行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大别山区、南疆

四地州和六盘山区的人均GDP增速低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从人均 GDP的数量变化来看，2018年片区整体上比 2013年增加了 7595元，增长 50.9%。2013~2018年，8
个片区的人均 GDP增幅超过 50%，西藏区变化最多，增加了 1.77万元，增长 93.2%（根据所用数据的特点，此数

值偏大），其次是滇黔桂石漠化区，增加了 1.03万元，增长 79.5%。六盘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

区、四省藏区和南疆四地州人均GDP增幅较低，分别为 31.7%、17.5%、27.2%、25.1%和 36.3%，其中，大兴安岭南

麓山区人均 GDP的绝对增量最小，为 3318元，其次是六盘山区，5年增加了 4340元，这些地区是扶贫攻坚和

2020年之后需要重点关注的地区。

从人均 GDP的数值看，连片贫困区仍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且绝对差距进一步拉大。2018年，12个片

区中人均 GDP最高的四省藏区的人均 GDP仅为全国的 58.3%。而且，从绝对数量来看，2018年各片区人均

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拉大，除西藏区 2018年与全国水平的差距比 2013年的差距增长数量（0.33
万元）小于 1万元外，其余地区的人均 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增量均超过了 1万元。六盘山区、大兴安岭

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大别山区、四省藏区和南疆四地州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进一步

拉大，其中四省藏区和大兴安岭南麓山区人均GDP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分别下降了 11个百分点和 9个百分

点。其余片区的人均GDP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差距缩小，其中西藏区人均GDP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上升

了 13.2个百分点，滇黔桂石漠化区上升了 6.3个百分点，其他片区仅上升 1~2.6个百分点。

片区县人均经济规模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巨大。2018年，片区人均 GDP最小值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8.2%，罗霄山区人均 GDP最小值是所有片区最小值中最大的，但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24.7%。六盘山区和秦

巴山区人均GDP最小值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0%。

各片区县的发展差异较大，片区间与片区内部呈分化态势。2018年乌蒙山区人均 GDP最低，为 1.78万
元，仅为最高片区四省藏区的 47.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7.7%。各片区人均 GDP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倍数关

系在 3倍以上，分化最严重的四省藏区、六盘山区、罗霄山区和西藏区的人均 GDP最大最小值相差 10倍以上

（见表 2）。

2.分县域经济实力变动情况

当前，片区县的人均GDP分布以 1万~
5万元最多，且由 2013年的 79.7%增加至

2018年的 89.7%，人均 GDP低于 1万元的

比例已经由 18.4%减少到 4.6%。但人均

GDP超过 5万元的县域还很少，2018年仅

有 39个，比重为 5.7%。若各县人均 GDP
能够保持 2013~2018 年的增长率，则到

2025年将有 445个县的人均GDP可以达到

1万~5万元，占全部片区县的 64.6%，达到

5万元以上的县将达到 235个，占比 34.1%
（见表 3）。

但是，片区县域人均 GDP占全国的比

重变化较小（见表 4），2013~2018 年，约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总体情况
全国平均水平
片区占比(%)

片区

四省藏区
西藏区

罗霄山区
秦巴山区

滇西边境山区
滇黔桂石漠化区

吕梁山区
武陵山区

燕山—太行山区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大别山区
南疆四地州
六盘山区
乌蒙山区

2013
年

3.01
1.90
1.69
1.65
1.61
1.30
1.53
1.42
1.76
1.89
1.34
1.43
1.37
1.16
1.49
4.36
34.26

2014
年

2.94
2.12
1.86
1.82
1.74
1.49
1.65
1.59
1.82
2.00
1.46
1.57
1.52
1.28
1.64
4.69
34.88

2015
年

2.99
2.39
2.01
1.94
1.91
1.67
1.55
1.74
1.87
2.13
1.54
1.74
1.54
1.39
1.75
4.99
35.10

2016
年

3.24
2.76
2.22
2.12
2.10
1.89
1.67
1.92
1.98
2.20
1.67
1.66
1.64
1.52
1.91
5.35
35.60

2017
年

3.37
3.28
2.44
2.38
2.33
2.15
2.01
2.11
2.14
2.22
1.82
1.85
1.69
1.69
2.10
5.90
35.51

2018
年

3.76
3.66
2.67
2.60
2.46
2.33
2.33
2.24
2.23
2.22
1.97
1.95
1.80
1.78
2.25
6.45
34.91

2013~2018年年均增长率（%）
值
4.59
14.07
9.56
9.47
8.91
12.42
8.69
9.49
4.92
3.28
8.01
6.39
5.66
9.00
8.57
8.17
—

比较
-3.58
5.91
1.40
1.30
0.74
4.25
0.52
1.32
-3.24
-4.88
-0.15
-1.78
-2.50
0.83
0.41
—
—

表 1 2013~2018年我国 14个连片贫困区人均GDP情况（单位：万元）

注：（1）排序标准：2018年人均 GDP；（2）比较列数值=片区年均增长率-全国 2013~2018
年平均增速（8.17%）；（3）部分数值因保留小数位的原因与显示的数据计算值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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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除 2017年该比例为 79.68%外）以上的县域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45%和 20%左右的县域人

均 GDP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3和 1/4，这说明，尽管这些年绝对贫困的情况不断改善，但相对全国水平，

片区县的相对落后状态并没有得到改善。

部分片区县的经济增长较缓慢。如表 5所示，2013~2018年，57.3%的片区县人均GDP增长率不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8.17%），但有 38个（占比 5.52%）片区县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小于 1%，还有 156个片区县（占比 22.6%）
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小于 6%。

（二）片区县居民收入情况

1.整体及分片区收入与消费情况

从增长速度看，如表 6所示，2013~2018年，14
个片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均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所有片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均增速均超过了 10%。其中，南疆四地州增

速最高，达到 16%。2018年，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260元，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

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 70.2%，比 2013年提高 0.7个
百分点。分片区看，六盘山区人均收入最低，仅为

全 国 的 57.9%，吕 梁 山 区 倒 数 第 二 ，为 全 国 的

58.7%。 南 疆 四 地 州 最 高 ，为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的

81.9%，其次是大别山区，占全国的 81.5%。秦巴山

区、武陵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罗霄山区和西藏

区占全国比重在 70%~80%之间；其余片区农村人

均收入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60%~70%。

2013~2018年，连片特困区全体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占全国水平的比例不断提升，表明两者

之间的相对差距缩小，其中乌蒙山区、罗霄山区和

南疆四地州的比重变化超过 10个百分点。农村人

均可支配收入占全国比重增幅最大的是南疆四地

州，从 2013 年占全国的 60.4%上升到 2018 年的

81.9%，上升了 21.5个百分点，数值比 2013年增长

了 110.4%。变化最小的是吕梁山区，从 2013年占

全国的 55.8%上升到 58.7%，仅上升 3个百分点，比

2013年的 5259元增长了 63.2%。

但片区农村人均收入与全国的绝对差距仍在

不断扩大，2018年比 2013年的差值增大了 883元。

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仅有南疆四地州是减

小的（差距下降了 1096元），其余片区农村人均可

支配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均进一步拉

大，尤其是六盘山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

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和四省藏区 6个
片区，2018年农村人均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比 2013年均增大了 1000元以上。

片区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较小，片

片区名称

六盘山区

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

滇桂黔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燕山—太行山区

吕梁山区

大别山区

罗霄山区

西藏区

四省藏区

南疆四地州

片区整体情况

项目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倍数

2013年
69684
3619
19.26
42629
4644
9.18
30573
6711
4.56
21817
6221
3.51
26174
4764
5.49
27987
7264
3.85
46404
9336
4.97
28998
8587
3.38
32754
6198
5.28
24711
5530
4.47
165548
10417
15.89
98498
6824
14.43
415421
5752
72.22
28456
5138
5.54
415421
3619
114.80

2014年
74382
4499
16.53
41487
5394
7.69
35426
9190
3.85
23141
5390
4.29
30695
4998
6.14
27875
8188
3.40
47373
10498
4.51
30862
9326
3.31
36277
6826
5.31
27447
6043
4.54
179361
11426
15.70
113477
7794
14.56
402071
6590
61.01
31383
5865
5.35
402071
4499
89.37

2015年
73812
4675
15.79
44487
5754
7.73
39914
10614
3.76
26608
5787
4.60
33933
5623
6.04
29004
9209
3.15
49832
11350
4.39
32434
9598
3.38
30744
6361
4.83
29525
6798
4.34
189385
12545
15.10
127475
9019
14.13
256914
6378
40.28
34430
6675
5.16
256914
4675
54.96

2016年
81402
4994
16.30
47887
6135
7.81
44088
11292
3.90
30415
6307
4.82
40742
6190
6.58
32604
10200
3.20
49124
12018
4.09
34757
10447
3.33
31971
6418
4.98
32005
7544
4.24
209105
13532
15.45
145019
10177
14.25
355134
7090
50.09
32820
6738
4.87
355134
4994
71.12

2017年
92489
5476
16.89
53712
5357
10.03
49869
12109
4.12
34967
6965
5.02
48624
6769
7.18
39327
11393
3.45
52444
13980
3.75
36921
11510
3.21
40647
7997
5.08
34500
8298
4.16
239571
14988
15.98
164978
11249
14.67
387176
7376
52.49
49860
7782
6.41
387176
5357
72.28

2018年
135253
5260
25.71
56907
6172
9.22
55313
12718
4.35
36554
7245
5.05
51605
6810
7.58
36336
12127
3.00
54030
15286
3.53
39219
11771
3.33
49853
8917
5.59
37935
9198
4.12
267986
15922
16.83
187683
11677
16.07
552444
8206
67.32
53936
8113
6.65
552444
5260
105.03

表 2 2013~2018年各片区人均GDP情况（单位：元）

注：本表中四省藏区数据按照户籍人口计算。

收入分级
5万元以上
1万~5万元
1万元以下

合计

2013年
13
549
127
689

2014年
16
587
86
689

2015年
18
612
59
689

2016年
25
624
40
689

2017年
30
619
40
689

2018年
39
618
32
689

表 3 2013~2018年片区各县人均GDP分布（单位：个）

注：“单位：个”指片区县的个数，本文下同。

小于全国
小于全国 1/2
小于全国 1/3
小于全国 1/4
小于全国 1/10

2013年
670
561
341
172
2

2014年
670
556
325
160
1

2015年
671
557
311
142
2

2016年
672
553
298
133
1

2017年
670
549
303
132
3

2018年
670
559
313
152
3

表 4 片区县人均GDP小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个数（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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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部的最大最小值倍数在 1.2~3.65区间内。片区间的收入差异相对大些，582个片区县的收入最大值为最

小值的 5倍多。

从消费情况看（见表 7），一方面，连

片特困区人均消费支出上升，消费占收

入的比重下降。消费方面，2017年连片

特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 7915
元，是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的

72.3%，比 2013年提高 0.4个百分点，占片

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重为 85.4%，比

2013年降低 4.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除

食品外的其余支出比重升高。除“食品

烟酒”外，连片特困区各项人均消费支出

数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均缩小，说

明连片特困区居民有更多的资金能够购

买更多食品以外的产品。食品烟酒产品

消费支出所占比重由 2014年的 37.4%下

降到 2017年的 34%。虽然贫困地区农村

居民食品支出减少可能与受政府与社会

在食品方面的补助或捐赠有关，但因其

他各支出均有较大水平的提升，所以基

本可判定特困地区人均收入已经不属于

恩格尔系数所指示的贫困类别。

2.分县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收入方面，如表 8所示，从 2015
年至 2018年，低收入县域数量减少，中、

高收入的县域数量增加，超过一半的片

区县收入大于 1万元。到 2018年，仅有 4
个县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5000元以

下，分别为吕梁山区临汾市的大宁县、永

和县、汾西县和吕梁市的石楼县，此外，

吕梁山区的吉县、兴县、临县、岚县和六

盘山区的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

治县收入也较低，低于 6000元。

集中连片贫困的农村人均收入较高

的县多来自四省藏区，较低的主要来自

吕梁地区。2018年农村人均收入末 10名
中有 9名来自吕梁山区、2名来自六盘山

区，除上述低于 6000元的 9个片区县外，

还有六盘山区的东乡族自治县。

按照 2013~2018年的年均增长率，预

计到 2020年，将有 487个县的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超过 1万元，占统计片区县的

片区名称

六盘山区
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

滇桂黔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燕山—太行山区

吕梁山区
大别山区
罗霄山区
西藏区

四省藏区
南疆四地州

合计

增长率
＜1%
9
0
1
2
0
0
4
4
0
0
0
6
10
2
38

1%≤增长
率＜2%
2
1
0
2
0
0
1
3
0
1
0
1
2
1
14

2%≤增长
率＜3%
4
1
1
0
0
0
2
2
1
0
0
1
3
1
16

3%≤增长
率＜6%
8
8
5
7
3
5
7
8
3
2
1
4
18
9
88

6%≤增长
率＜8.17%

18
14
16
12
8
14
3
8
2
16
1
8
12
6
138

增长率
≥8.17%
20
51
41
15
69
37
2
8
14
17
21
54
32
14
395

表 5 2013~2018年 12个片区县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情况（单位：个）

片区名称

全部片区
六盘山区
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

滇龄桂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燕山—太行山区

吕梁山区
大别山区
罗霄山区
西藏区

四省藏区
新疆南疆四地州

全国
全国—片区
片区/全国

2013年
5956
4930
6219
6084
5238
5907
5775
6244
5680
5259
7201
5987
6553
4962
5692
9430
3474
0.632

2014年
6724
5616
7055
6743
6114
6640
6471
6801
6260
5589
8241
6776
7359
5726
6403
10489
3765
0.641

2015年
7525
6371
7967
7579
6992
7485
6943
7484
7164
6317
9029
7700
8244
6457
7053
11422
3897
0.659

2016年
8348
6915
8769
8504
7994
8212
7754
8399
7906
6884
9804
8579
9094
7288
7868
12363
4015
0.675

2017年
9264
7593
9721
9384
8776
9109
8629
9346
8593
7782
10776
9598
10330
8018
9845
13432
4168
0.690

2018年
10260
8459
10869
10458
9985
10151
9540
10338
9530
8583
11919
10800
11575
9040
11975
14617
4357
0.702

年均
增速（%）
11.5
11.4
11.8
11.4
13.8
11.4
10.6
10.6
10.9
10.3
10.6
12.5
12.1
12.7
16.0
9.2
4.6
1.254

表 6 2013~2018年连片特困区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单位：元）

资料来源：2013~2017年集中连片特困区数据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全国数据
来自国家统计局；2018年收入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项目

人均消费
支出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
及服务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
和服务

2017年连
片特困地区
人均消费支

出（元）

7915
2693
443
1668
486
918
878
696
134

2017年全
国农村人
均消费支
出（元）

10955
3415
612
2354
634
1509
1171
1059
201

2014年
全国—连
片特困地
区（元）

2485
609
152
544
132
418
285
277
67

2017年全
国—连片
特困地区
（元）

3040
722
169
686
148
591
293
363
67

2014年连片特
困地区相当于
全国农村平均

水平（%）
70.4
78.4
70.2
69.1
73.9
58.7
66.9
63.3
58.9

2017年连片特
困地区相当于
全国农村平均

水平（%）
72.3
78.9
72.4
70.9
76.7
60.8
75.0
65.7
66.7

表 7 连片特困地区与全国农村消费水平和结构对比

收入分级
大于 1万元
5千~1万元
5千元以下

合计

2015年
27
533
22
582

2016年
69
502
11
582

2017年
165
411
6
582

2018年
314
264
4
582

2020年（预测值）
487
93
2
582

表 8 片区县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布（单位：个）

注：不包括西藏区和南疆四地州。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战略判断与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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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也有 63个县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1.5万元，个别县将超过 2万元。

但是，2015~2018年，片区县农村居民收入占全国平均水平的比重变化较小，98%以上的县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到 2018年，在 12个片区（不包括西藏和南疆四地州）的 582个片区县中，仍有 41.24%的县农村居民收入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2/3，且有比重约 8%的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县域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分布如表 9所示。2013~2018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2%）的共计

164个片区县，占比（除西藏区和南疆四地州外的片区数量）达到 28%。这意味着，未来这些县的农村居民收入

与全国平均水平持续拉大，相对贫困程度将增加。

（三）贫困发生率变化情况

1.整体及分片区贫困发生率

贫困发生率是衡量一个地区贫困发生广度的重要标准，也是划定国家级贫困县和深度贫困县的重要指

标。贫困县摘帽的标准之一，就是要求贫困发生率在中部地区降到 2%以下，西部地区降到 3%以下。自 2014
年中央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来，各集中连片特困区（下称“片区”）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贫困发生

率同时大幅度下降。

从 2013年至 2018年，全部片区的贫困人口从 4141万下降到 935万，年均减少 25.7%，略低于全国农村贫困人

口减少的速度（27.4%），贫困人口占全国比重从约 50%上升到 56.3%。各片区县方面，2013~2018年：（1）贫困人

口数减少最多的是秦巴山区，从 559万减少到 101万，减少 458万，下降了 81.9%；滇黔桂石漠化区从 574万减少

到 140万，减少了 434万，下降了 75.6%；武陵山区从 543万减少到 111万，减少了 432万，下降了 79.6%。（2）贫困人

口数减少数量较少，但减少比例较大；西藏区从 72万减少到 13万，减少了 59万，下降了 81.9%；吕梁山区从 76万
减少到 16万，减少了 60万，下降了 78.9%；大兴安岭南麓山区从 85万减少到 19万，减少 66万，下降了 77.6%。

在贫困人口减少的同时，贫困发生率的下降也比较显著（见表 10）。全部片区的贫困发生率从 2013年的

20%下降到 2018年的 4.5%，下降 15.5个百分

点。西藏区和四省藏区的下降幅度比较大，

分别是 23.7个百分点和 22个百分点；其次是

乌蒙片区，下降 19个百分点。所有片区贫困

发生率下降幅度均大于 12个百分点，贫困发

生率下降幅度大于 15.5个百分点的还有吕梁

山区（17.1个百分点）、六盘山区（18.5个百分

点）、滇黔桂石漠化区（16.6个百分点）和秦巴

山区（15.9个百分点）。

2.分片区县贫困发生率的变动情况

近年来，我国的贫困状况有了根本性的

好转。根据 2019年 6月以前的审核情况，截

至 2018年，连片特困区已有 417个县的贫困

发生率下降到 3%以下，317个连片县已经摘

帽，占全国的 72.7%。其中，2016年 15个连

片县“摘帽”，2017年分第一、第二批分别有

29个和 70个连片县“摘帽”，2018年有 203个
摘帽，如表 11所示。

片区县的贫困发生率的空间分布变化

很大，如表 12所示。2015~2018年，县域贫困

发 生 率 分 布 最 多 的 区 间 ，已 经 从 10% ~
19.99%下降到 0~2.99%。2015年，贫困发生

片区名称
六盘山区
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

滇黔桂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燕山—太行山区

吕梁山区
大别山区
罗霄山区
四省藏区

合计

增长率＜3%
0
1
0
1
1
0
1
0
0
0
0
1
5

3%≤增长率＜6%
0
4
0
0
3
0
1
0
5
3
0
1
17

6%≤增长率＜9.2%
46
28
3
3
3
4
2
10
8
16
1
18
142

增长率≥ 9.2%
15
42
61
34
73
52
15
23
7
17
22
57
418

表 9 2013~2018年片区县域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分布（单位：个）

注：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南疆四地州。

片区名称
六盘山区
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

滇黔桂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燕山—太行山区

吕梁山区
大别山区
罗霄山区
西藏区

四省藏区
南疆四地州
全部片区

2013年
24.1
19.5
18.0
25.2
21.9
20.5
16.6
17.9
21.7
15.2
15.6
28.8
27.6
20.0
20.0

2014年
19.2
16.4
16.9
21.5
18.5
19.1
14.0
16.8
19.5
12.0
14.3
23.7
24.2
18.8
17.1

2015年
16.2
12.3
12.9
18.5
15.1
15.5
11.1
13.5
16.4
10.4
10.4
18.6
16.5
15.7
13.9

2016年
12.4
9.1
9.7
13.5
11.9
12.2
8.7
11.0
13.4
7.6
7.5
13.2
12.7
12.7
10.5

2017年
8.8
6.1
6.4
9.9
8.4
9.3
6.6
7.9
8.4
5.3
5.0
7.9
9.5
9.1
7.4

2018年
5.6
3.6
3.8
6.2
5.3
5.8
3.5
4.5
4.6
3.0
3.2
5.1
5.6
5.9
4.5

表 10 2013~2018年 14个片区贫困发生率（单位：%）

资料来源：2013~2017年数据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8年数据根据地
区数据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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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在 10%~19.9%之间的县域数量占片区县的比重最大，达到 44.4%，到 2018年已经下降到 8.9%，下降了 35.6
个百分点。2015年，仅有 4个片区存在贫困发生率低于 3%的县，而 2018年贫困发生率符合“摘帽”标准，即

贫困发生率在 3%以下的片区县比重达到 60.5%（见表 12），且其中 76%的县已经“摘帽”，剩余 100个贫困县

为“摘帽”的窗口县。

从贫困发生率的下降速度来看，2015~2018年，14个连片贫困区共有 446个县的减贫幅度大于 10个百分

点（见表 13）。除罗霄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外，其余地区均有减贫幅度超过 20个百分点的片区县，合计

共 110个，占全部片区县的 15.82%。片区县数量最多的减贫幅度是 10%~20%的区间，占比为 48.91%。

按照当前标准，贫困发生率大于 10%的片区县还有 76个，其中 15个县高于 20%。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大

别山区和罗霄山区已经没有贫困发生率 10%以上的片区县；其他分布是：滇黔桂石漠化区（16个）最多，其次分

别为秦巴山区（11个）、乌蒙山区（11个）、滇西边境山区（11个）、西藏区（10个）、南疆四地州（8个）、六盘山区

（3个）、武陵山区（2个）、燕山—太行山区（2个）、吕梁山区（1个）、四省藏区（1个）。其中，深度贫困片区县仅

剩 24个，主要分布在南疆四地州（8个）、乌蒙山区（5个）、滇西边境山区（5个）、西藏区（4个）和秦巴山区（2
个），主要分布在生存条件比较恶劣、自然灾害多发或边远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难度大，人均公共服务成本高，地理环境与位置都非常不利于

经济发展。

按照当前标准，贫困发生率处于 3%~10%的片区县还比较

多，共计 196个县，占全部片区县的 28.4%。这些片区县应当是

2019年贫困县摘帽的重点工作地区。其中，大兴安岭南麓山

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还有少量贫困县分布在这个档位，这些

地区的其余片区县贫困发生率已经下降到 3%以下，而这些地区

有可能在 2019年就能实现全面“摘帽”。

3.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变化趋势判断

如果我们以 10%的贫困发生率为判断标准，通过上文的分

析，可以发现：（1）从大于 10%的角度看，在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大别山区和罗霄山区，原来的集中连片特困区已经不存在了；

（2）在六盘山区（3个）、武陵山区（2个）、燕山—太行山区（2
个）、吕梁山区（1个）和四省藏区（1个）只有极少量贫困县贫困

发生率大于 10%，但已不能形成大面积的片区；（3）只有在秦巴

山区（11个）、乌蒙山区（11个）、滇黔桂石漠化区（16个）、滇西

边境山区（11个）、西藏区（10个）和南疆四地州（8个）还明显存

在连片区，但仅西藏区、滇黔桂石漠化区和南疆四地州在大于

10%的贫困发生率的标识下仍然能够连成一片。预计到 2020
年，大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区”在空间上消失，这将是精准扶贫

战略的重大成果，也预示到 2020年解决区域性贫困问题指日可

待。所以，到 2020年在政策上可以取消“集中连片特困区”的称

谓和存在。

由于西藏区、南疆四地州、四省藏区（包括凉山州）、六盘山

区（包括临夏州）、滇西区（包括怒江州）与深度贫困地区（即“三

区三州”）基本上重合，届时可以用“深度贫困区”来特指这几个

地区。

（四）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良好的交通条件是区域发展的首要前提，也是促进贫困地

片区名称

六盘山区
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

滇桂黔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燕山—太行山区

吕梁山区
大别山区
罗霄山区
西藏区

四省藏区
南疆四地州

合计

已“摘帽”

2016年
0
0
4
1
0
0
0
1
0
0
0
5
3
1
15

2017年
5
7
8
5
7
13
3
2
2
5
6
25
11
0
99

2018年
13
17
19
4
22
22
9
10
8
19
11
25
21
3
203

未
“摘帽”

43
51
33
28
51
21
7
20
10
12
6
19
42
29
372

表 11 片区县“摘帽”情况（单位：个）

贫困发生率分布区间
40%及以上
30%~39.9%
20%~29.9%
10%~19.9%
3%~9.9%
0~2.99%
合计

2015年
5
51
190
306
127
10
689

2018年
0
3
12
61
196
417
689

表 12 2015、2018年不同程度贫困发生率的分布数量

（单位：个）

片区名称

六盘山区
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

滇桂黔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燕山—太行山区

吕梁山区
大别山区
罗霄山区
西藏区

四省藏区
南疆四地州

合计

20% ≤减幅
＜50%
1
6
2
4
11
3
0
6
7
1
0
37
13
18
109

10%≤减幅
＜20%
38
28
39
15
53
24
0
21
8
12
10
33
45
11
337

0≤减幅
＜10%
22
41
23
19
16
29
19
6
5
23
13
4
19
4
243

合计（%）
61
75
64
38
80
56
19
33
20
36
23
74
77
33
689

表 13 2015~2018年贫困发生率减幅（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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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展的基本要求。近些年来国家对贫困地区尤其是连片特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不断增加。根据

《中国交通年鉴（2017）》，仅 2016年，连片特困区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农村公路的固定资产投资就达到

3611.6亿元，占全部扶贫重点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少数民族县（不含西藏）、边

境县（不含西藏）、革命老区）的 53.9%。截至 2017年，除秦巴山区、乌蒙山区、滇黔桂石漠化区和四省藏区外，

其他 10个片区所在自然村通公路的农户比重均达到了 100%，交通的畅通性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而公共交通

的便利情况还较弱，自然村能便利乘坐公共汽车的农户比例偏低，四省藏区甚至还不到 50%（见表 14）。

信息化是制约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的重要影响因素，网络设施是贫困地区获取外界信息和开拓市场的关

键途径。近些年，连片特困区的信息扶贫投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有限电视信号方面，2017年所在自然村能

接收有线电视信号的农户比重除西藏区和四省藏区分别为 77%和 85.7%以外，其余片区均达到 90%以上，14个
片区整体上达到 96.3%，其中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和吕梁山区已达到 100%。网络宽带服务方面，2017年除西藏

区、四省藏区之外，其他自然村通宽带的农户比重超过了 70%。连片区所在自然村能通宽带的农户比重整体

达到 85.6%，比 2015年提高了 15.6个百分点。可以看出，目前连片区基本可以保证自然村与外界的信息沟通，

但农户使用网络的便利程度和普及度仍有待提升。

在贫困救助过程中，医疗和教育是对减贫有重要作用的公共服务。2016年连片特困地区的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达到 90万张，比 2011年增长了 69.8%；2017年，14个片区整体上所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达到

92.2%，除西藏区外，其余片区均达到 80%以上。教育方面，我国扶贫政策历来重视教育提高贫困人口发展能

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作用，一直强调教育在扶贫中的重要地位，在扶贫过程中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

2016年各片区所属自然村上小学便利的农户比重达到 60%以上，2017年连片区整体上达到 88%，为教育扶贫、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打下了基础。但同时仍然也存在较多上小学不便利的自然村，尤其是吕梁山区所属自然村

上小学便利的农户比重仅为 58.8%。根据实地调研情况，贫困人口的教育还面临身体条件不适合学习、失学人

口超龄、失学人心理上对学习的抵触等情况，控辍保学率不稳定。

四、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2020年目标实现及存在问题

根据前述分析，我国 2011年划定的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经过“精准扶贫”和区域性扶贫，绝大多数地

区已经摆脱了绝对贫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已经不再存在。我国到 2020年实现脱贫的目标指日可待。

从实地调研和前述分析看，当前和 2020年后，扶贫

过程中还将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有些地区仍然存

在交通通信基础设施落后、基本医疗服务不能满足需

要、上学不便利、住房安全得不到保障等问题。即便这

些问题在一些地区得到基本解决，也存在效果的稳固

问题，比如教育扶贫方面，很多地区的控辍保学率已经

达到 95%以上，但保学率并不稳定。另外，存在诸如失

学人超龄、贫困人口生理心理原因不适于学习等细分

问题。

第二，因地理因素和社会环境带来较大的刚性制

约问题。贫困地区大多分布在生存条件比较恶劣、自

然灾害多发或边远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面临气

候、生态环境、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制约，如西藏和四

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地

区，基本上分布在青藏高原、南疆沙漠、横断山脉、黄土

片区

全国贫困区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六盘山区

秦巴山区

武陵山区

乌蒙山区

滇黔桂石漠化区

滇西边境山区

大兴安岭南麓山区

燕山—太行山区

吕梁山区

大别山区

罗霄山区

西藏区

四省藏区

南疆四地州

A1
99.9
99.9
100.0
99.9
100.0
99.8
99.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6.7
100.0

A2
65.7
65.7
84.2
67.5
62.7
53.2
55.4
51.2
90.4
86.7
82.6
66.6
67.3
51.0
48.1
73.7

A3
99.8
99.9
100.0
99.7
100.0
100.0
99.8
100.0
100.0
99.7
100.0
100.0
100.0
99.0
96.6
100.0

A4
87.4
85.6
85.3
87.3
80.4
72.7
86.2
83.8
94.3
92.8
76.2
95.4
96.0
27.1
59.7
98.1

A5
88.0
88.0
90.9
85.3
81.1
92.1
90.7
85.0
87.7
82.1
58.8
95.7
91.7
95.1
78.8
97.2

A6
84.7
84.7
83.6
81.9
80.9
86.4
83.4
78.9
82.3
86.0
63.5
93.4
90.6
90.2
73.6
98.6

A7
92.2
91.3
96.2
95.2
91.4
86.3
89.8
88.7
95.9
96.2
81.8
90.5
89.0
73.0
82.8
95.1

表 14 2017年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情况（单位：%）

注：A1表示所在自然村通公路的农户比重；A2表示所在自然村能
便利乘坐公共汽车的农户比重；A3表示所在自然村通电话的农户比重；
A4表示所在自然村通宽带的农户比重；A5表示所在自然村上小学便利
的农户比重；A6表示所在自然村上幼儿园便利的农户比重；A7表示所
在自然村有卫生站的农户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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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等条件恶劣、灾害频繁的地区。海拔过高、干旱缺水的困难短期内难以克服。同时，由于很多片区县人口

较少，土地面积广大、地貌复杂，基础设施造价高、维护成本高且受益面较小。

第三，产业扶贫方面也存在产业项目的续存和发展问题。贫困地区所覆盖的州县在全国区域发展的排名

中均处于末端。区位、交通、地理、市场等条件限制下，产业发展困难。产业扶贫项目亏损较多，有些地区的

“扶贫工厂”、“扶贫车间”甚至处于完全停业状态。这些问题一方面浪费了扶贫资金，另一方面对扶贫工作人

员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也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一些地区面临教育和社会文明发展滞后的问题。一些深度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和生活环境不佳，农

村教师引进困难、流失严重。农民或牧民的家庭收入微薄，受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农村女孩受教育机会偏

少。有的地区文明法治意识淡薄，沿袭陈规陋习。

第五，贫困人口迁移带来的研究课题。很多贫困县的户籍人口数量大于常住人口数量，贫困人口到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打工，这客观上形成了因贫困人口的迁移而带来的研究城市贫困问题从而城乡统筹

扶贫的必要性。

（二）2020年后从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

2020年后，伴随绝对贫困地区消失，大量的相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扶贫开发的主要战场。

2020年后中国扶贫开发将进入新的时期：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从主要解决收入贫困向解决

多维贫困转变，从以农村为主向城乡统筹扶贫转变，从注重脱贫速度向注重脱贫质量和人民获得感转变。

相对贫困是经济社会发展中始终存在的社会现象，这是分配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缓解相对贫

困，调节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群体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新时代扶贫事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相对贫困、城

市贫困、城乡统筹扶贫成为 2020年后扶贫的关键词。

相对贫困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以相对贫困为着力点是调整收入分配、完善社会形态、提高人民生

活质量的重要举措。多维贫困以个体生活质量、发展能力等为依据对贫困户进行识别与帮扶，是摆脱贫困陷

阱、提高扶贫质量的重要手段。城乡统筹扶贫将面临更为多元的贫困人口类别和更为复杂的致贫原因，是增

强人民获得感、推动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

（三）2020年后缓解相对贫困的几点建议

1.建立扶持相对贫困落后地区发展的国家战略

根据分析，即便贫困县已经逐步“摘帽”，多数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例关系仍然没有

改变，很多片区县仍然是相对贫困地区。未来，在精准扶贫任务结束后，这些地区的发展仍然需要国家扶持。

因而，实施缓解相对贫困的扶助政策，建立扶持相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机制势在必行。可借鉴欧盟、美国等经济

体对落后地区扶持发展的政策，根据我国的扶贫工作经验和实际情况，成立专门同时负责贫困落后地区发展

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机构，坚持实行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定期识

别监测相对落后贫困地区的发展情况，确保相对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在针对贫困县的贫困人口扶助方面，

实行这一专门机构协调和考核等，必要时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对贫困落后地

区给予重点援助。

2.结合其他发展策略战略，实行多重政策扶持

贫困地区的发展除依托自身力量和扶贫政策外，还可以借助国家相关的政策，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部分

地区由于很多自然条件带来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例如海拔高度），或者短期很难克服的（例如干旱缺水），解决

扶贫工作困难的办法就需要开拓思路，从大扶贫的深度和广度去探索新的路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水利工

程建设需要纳入大区域的经济发展规划。建议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也充分考虑扶贫的要求。

此外，乡村振兴与当前的农村扶贫都以农村人口的发展和收入提升为基础，但乡村振兴的内涵和标准更

高。当农村由绝对贫困转入相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的策略就可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根据乡村振兴的不

同模式和不同形态，贫困地区也可以选择与自身条件相适合的乡村振兴发展道路，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获

得更多的政策支持。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战略判断与发展建议

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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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多方共同参与的扶贫机制

鉴于政府资源与力量的有限性，鼓励通过税收减免或优惠、机会准入、名誉奖励等方式，吸引社会组织、党

群社团、企业、个人等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事业中来。加强社会组织的监管，建立社会各界通过社会组织

参与扶贫的信心。形成“政府+机构+个人”多方参与扶贫机制，通过创业脱贫、就业脱贫、消费帮扶、精神扶

贫、社保兜底脱贫、个人“一对一”、企业援助、地区援助等多种形式促进相对贫困地区和个人的发展。建议政

府政策部门及时编制扶贫成功案例，在扶贫系统中传阅，一方面为中国的扶贫政策和扶贫理论研究提供基础

资料，另一方面及时引导开拓地区扶贫思路和方式方法。

4.实施保障性扶贫与开发式扶贫共存的策略

根据能否参与社会生产活动，贫困人口可分为基本不能参与生产活动、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生产活动和

完全能够参与生产活动 3种类型。其中，不能参与生产活动的主要有：老年人、残疾人、长期患病者和精神障

碍者等人群。对这部分人群和仅有部分参与生产能力的人群应以提供社会保障为主，按照社保兜底的政策，

保证其每年不低于贫困线的收入水平，不再为其提供发展生产的资金支持，即对这类人群进行保障性扶贫，从

而实施保障性与开发式扶贫共存的扶贫策略。

开发式扶贫过程中要注意所选方式方法与地区发展环境和市场相匹配的方式，比如，在产业扶贫项目的

选择过程中，应重点考虑随着现代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化、制造业领域分化出来的一些不需要太多劳动技能和

生产设备且原料和成品运输成本不高的生产环节和产品。

5.有效利用新兴技术手段创新扶持办法

大力发展网络公共教育课程，聚集各类院校、社会福利机构、企业等组织乃至社会志愿者等的力量，面向

贫困人口建立一套农业、工业、服务、技术培训、经济社会法律基本常识、人际交往实操培训等的网络课程，为

不方便进入实体教育机构学习的贫困人口提供就学机会。网络课程设置奖学金、就业培训机会及就业通道，

吸引贫困人口参与。设立超龄失学人口教育基金，对那些已经超龄的外出务工贫困人口就近学习或网络学习

提供便利。针对社会文明落后的地区，通过微电影、微宣传片、政府政策引导等方式，降低贫困地区婚丧嫁娶

讲排场及重男轻女等观念的影响。针对部分地区建立医疗机构困难，相应的医疗设施难以配备齐全的特点，

建议试行为贫困地区人口看病提供交通补偿代替就近建立配套齐全的医疗机构，而就近仅设置一些急救机

构、智能急救站的办法，降低医疗运行费用的同时又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随着网络诊疗技术的发展，可

在贫困地区引入网上诊疗服务。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研究所。责任编辑：李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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